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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課程改革脈絡中 
教師專業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1 

洪詠善*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自 1949 年以降，台灣中小學經歷多次課程綱要的修訂；2019 年台灣實施《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隨着課程改革，教師角色論述及其專業發展政策亦面臨再

建構的挑戰和機會。本文旨在分析課程修訂脈絡中，教師專業發展政策的演進和展望。

運用歷史研究和文件分析，蒐集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來，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 

政策文件和實徵研究的文獻，首先探析台灣中小學課程修訂脈絡和課程改革的論述中，

教師專業發展政策的演進及問題；其次，以教師專業知識動態系統架構，提出教師 

專業發展和課程實踐的展望。 

本文歸結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和論述是相互回應並交互影響的。教師

角色從忠實傳遞者到多元的專業角色，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從強規範到協作支持的多元

化發展。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學習者為主體、素養導向、連貫統整、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多元適性、協作共好等論述下，課程實踐與教師專業發展應透過

「法規制度」設計和中介，促進動態系統的有機連結；再者，為落實素養導向的課程

實踐，應開展自發創生和協作共學的學習網絡。課程實踐即教師專業發展，期望透過

協作支持系統建置課程實踐的鷹架，以持續推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動能。 

關鍵詞： 課程改革；課程政策；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綱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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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台灣中小學課程改革回顧可從課程綱要（下稱課綱）的修訂脈絡窺見其演化和 

論述，其中從「課程標準」到「課程綱要」是課程觀本質的改變，從標準化和技術性的

忠實傳遞課程觀，到強調多元適性、關照情境脈絡的調適轉化、締造生成的課程觀，

課程定義從「科目」轉向「經驗」發展（陳伯璋，2005；黃顯華、徐慧璇，2006； 

歐用生，2006，2008，2010）。隨着課程改革與發展，教師角色論述及其專業發展政策

亦面臨再建構的挑戰和機會。 

教師專業發展是持續的工作，然而隨着課程變動的節奏，教師因應變革的速度亦

愈來愈快。自 1949 年以來台灣中小學課程標準或課綱歷經多次修訂，而課程標準或 

課綱的修訂，時距最長為 1975 年與 1993 年修訂的國小課程標準，間隔長達 18 年； 

最短則是 2014 年的高中課綱微調，實施 2 年即於 2016 年廢止。課綱的修訂及調整 

直接反映於課表規劃、教科書／教材、評量與考試招生制度等。教師是否掌握新課程

的理念和特色，又是否準備好實施新課程，都是歷來課程改革配套準備的核心關懷。 

隨着 2014 年台灣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教育延長到高級中等教育，它從

義務觀轉向為國民的義務與權利，更為強調學習者的主體性，以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

成就每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力為願景，建置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強化中小學 

課程連貫和統整，2 基此，展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下稱《十二年國教

課綱》）修訂。這波課綱修訂可說是台灣首次中小學十二年課綱連貫發展，亦是規模

最大、涉及層面最廣的一次課程改革，包含普通教育、技職教育、特殊教育、各項特別

類型（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科學班等）課綱和實施規範的 

研修。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連貫統整課程發展與實施、多元 

適性的課程組織、彈性活力的校本精神、配套整合的支持系統為特色（洪詠善、范信

賢，2015）。對國民中小學而言，從現行九年一貫基本能力走向核心素養，更強化結合

部定與校訂課程、照顧普通及特別類型班級和學生需求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重視 

跨領域／科目的統整與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的課程設計和實施；對高級中等教育 

階段學校 3 而言，從獨立學科本位走向重視領域內科目的連結，增加選修空間並強化

升學考試招生以及產業鏈結，提供跨領域／科目／群科的課程，培養跨域整合與務實

致用的素養，確保學生自主學習的空間等，都是這波改革的主要特色。鑑於課程改革

理念內涵的轉化有賴學校教師專業的實踐，故有別於現行課綱，於總綱實施要點中 

特別納入「教師專業發展」項目，其主要內涵如下：  

1. 教師可透過領域／群科／學程／科目（含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學研究會、年級或

年段會議，或是自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跨領域的專業學習社群，進行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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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發課程與教材、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地參訪、線上

學習、行動研究、課堂教學研究、公開分享與交流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以 

不斷提升自身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成效。 

………… 

3. 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

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教育

部，2014，頁 34） 

回顧台灣課程改革的脈絡，從課程標準到課綱的演進歷程，教師角色論述及專業

發展政策與課程改革脈動息息相關且相互影響，教師如何回應改革的脈動？課程改革

論述又如何影響教師角色？當前《十二年國教課綱》納入「教師專業發展」，強調以 

自發、互動、共好形塑學校的教學文化，規範學校要能整體規劃，組織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透過「公開授課」機制，促成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與回饋的共學文化，其中蘊含

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與挑戰為何？本文透過歷史研究和文件分析方法，蒐集國民義務

教育實施以來，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政策文件和實徵研究文獻，探析台灣中小

學課程修訂脈絡和課程改革的論述中，教師專業發展政策的演進；其次，從教師專業

知識動態系統架構，提出教師專業發展與課程實踐的關係及展望。 

課程改革的脈絡分析與教師專業發展政策之回顧 

自 1949 年以來，台灣中小學課綱歷經多次修訂。隨着社會、經濟、政治、科技、

文化等環境變遷，為保障教育權，於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2014 年進一步 

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4，透過歷次課程標準與課綱的研修，推動一波波課程改革，

並且帶動了課程專家與教師的課程研究和實踐。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接受教育為國民義務，故此是從國家教育權

觀點訂頒課程標準為編制課程準則，以確立教育目標與實施內容。隨着歷史、社會、

政治、經濟環境改變而起動的國民教育課程變革，國民基本教育變為國民義務兼權利，

故此以國民教育權為訴求，台灣從中央集權課程治理為主的「課程標準」轉變為中央、

地方、學校三層級課程治理體系的「課程綱要」；扮演落實課綱關鍵角色的教師，亦 

隨着課程改革而開展不同論述。 

課程標準時期為強規範階段，教師是課程忠實傳遞者 

1968 年台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下稱九年國教），時值戒嚴時期，台灣從 

國家教育權觀點研訂課程標準，規範統一的教育內容，並符應政治、經濟政策發展的 

需求（羊憶蓉，1994）。課程修訂是貫徹國家政策的手段，例如配合九年國教的實施，



52 洪詠善 

教育部於 1968 年 1 月修訂發布《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與《國民中學暫行課程 

標準》，課程標準僅經過二至三個月即完成修訂，缺乏基礎研究。又，1971 年發布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是配合國民中學首屆畢業生課程銜接的需求。為建立課程 

研究發展的基礎，教育部規劃各項調查、問卷、實驗、研究等，隨着社會和產業變遷及

知識的推展，國民中小學分別於 1972 年 10 月完成修訂發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1975 年 8 月和 1993 年 9 月修訂發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1983 年 7 月和 1994 年 10

月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1983 年 7 月配合《高級中學法》修訂《高級中學課程

標準》。 

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包含課程總目標、科目與節數、實施通則，以及各科教學 

目標、教學時數、教材綱要、實施方法等；伴隨國家統一編輯教科書政策，規範教師 

教學和評量實施。以 1993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為例（表一），其架構和實質內涵

體現國家教育權論述下課程標準屬性屬強規範，是課程的「編制準則」，例如該課程

標準總綱敘明： 

教學實施，須遵照本課程標準所規定之科目及每學期實際上課節數編排日課表。每 

學期正式上課前，任課教師應配合學校行事曆，編訂教學進度表依序實施。（教育部，

1993，頁 7–8） 

承前述以實現國家教育權訂定課程標準，並採取中央集權的課程政策管理和教師

培育政策，體現於 1979 年 11 月 6 日頒布的《師範教育法》：以公費模式培育師資，

明訂師範校、院課程應包括普通科目、教育專業科目及專門科目，並應着重民族精神

的涵泳、道德品格的陶冶、專業精神及教學知能的培養（立法院，1979）。繼之，1985

年 10 月教育部依據《師範教育法》訂定發布〈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界定

了教師在職進修研究包含進修學分、進修學位或資格，進修方式包含研習、實習、 

考察，以及從事有關之研究、譯著、創作等；另，教師從事研究、譯著、創作、發明，

其成果有益教學者，由服務學校列入學年成績考核（教育部，1985）。將職前教育、 

學校實習、在職進修三位一體化，中小學教師的在職進修制度正式法制化（張新仁，

2011），以提升教師學位並鼓勵教師進修和研究，奠定教師為專業工作者論述的基 

礎。 

準此，從國家教育權觀點，課程標準修訂不過是一種對於官方權力與掌控的再製

及修正，官方配合國家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透過行政系統和法令來掌控教育政策與

課程制定，故此只限於課程標準內容的修訂（周淑卿，1996；張佳琳，2002）。在中央

集權的課程政策取向下，通過課程標準和國家統一的編定教科書制度，影響教師培育

和專業發展政策。誠如張新仁（2011）分析百年教師專業發展的演變指出，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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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93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的內涵架構分析 

 1993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定位 課程標準，乃編製課程的準則，旨在確立各級學校的教育目標，規劃各科課程發展的

方向，並訂定實施的方法。 

修訂背景 

（回應的問題） 

近十餘年來，時代與環境丕變、社會與文化轉型，1987 年解除戒嚴之後，政治的 

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社會的多元化、文化的中國化，凡此現象呈現劇變。教育為

一切建設的基礎，如何因應社會變遷與教育發展需要，是本次課程標準修訂工作的 

準則。 

課程目標 

（摘錄） 

國民小學教育，以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為中心，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發展之活潑兒童與健全國民為目的。 

形式結構 一、總綱 

目標 

科目與節數 

教學科目及每週節數表 

實施通則 

課程編制 

教材編選 

教學實施 

教學評量 

二、各科課程標準（以國語為例） 

目標 

總目標 

分段目標（低、中、高年級） 

時間分配 

教材綱要 

實施方法 

教學實施要點 

教學方法 

教具的設備及運用 

教學評量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1993）。 

 

之前教師在職進修是制度期和強制期，以中央集權決策為主；洪詠善（2013）進一步

分析課程標準時期的能力本位師範教育模式，教師角色以經師與人師為主，課程實施

採忠實觀的技術理性線性模式，教師是課程政策的執行者和課程的忠實傳遞者。 

九年一貫課綱賦予教師多元角色，教師專業發展朝向多元化 

20 世紀 90 年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促成課程和教師專業發展制度的鬆綁 

自 1987 年政府解除戒嚴後，社會風氣逐漸開放，使得教育相關的制度、政策、 

法令受到社會大眾關注，台灣面臨國際競爭力的呼籲和整體社會對教育改革的期待。

20 世紀 90 年代國會全面改選，台灣進入民間教育改革的蓬勃期，1994 年 4 月 10 日由

數個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發起的「四一〇教改大遊行」，提出改革訴求，教育部同年 9 月

21 日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 1996 年完成《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提出對於課程、師資、學校辦學等鬆綁的建議。此一運動深深影響課程改革和教師 

培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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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教育改革呼聲，台灣課程改革從課程標準到綱要的演變，可說是國家教育權

到國民教育權的轉向。《憲法》第二十一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一

百五十九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據此，《教育基本法》（2013 年 12 月 11

日）第二條明定「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這是將行使教育權的主體首次列於法規中，

並以人民為教育權的主體。馮朝霖、薛化元（1997）指出： 

以國民受教育的權利作為基礎，配合教育主體的思考，則透過教育使個人學習真理、

自我成長、發展，無疑是國民教育權存立的主要目的。……而教師則是基於其專業 

能力，在教育過程中，扮演落實學生學習權利不可或缺的要角。（馮朝霖、薛化元，

1997，頁 105） 

國家課程訂定體現家長與教師在教育權和學生學習權上的作用。回顧 20 世紀 80

年代台灣政治轉型劇變時代，隨着 1987 年解嚴，台灣政治體制轉型，滋長了教育改革

的動力，並結合社會法律制度面的動員，企圖重塑既有的權力分配與社會結構，更有

多項實質改革政策落實。在國民教育方面，主要的就是教科書的開放，以及課程修訂

中既有結構的解體；解嚴後，由於各項禁制解除，社會大眾參與層面擴大，加上本土

意識抬頭，社會批判力蓬勃發展，為國民中小學課程的自由化營造有利環境（吳清山，

1998；周淑卿，1996）。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以後，台灣引介日本「學習權」的學說（周志宏，2003；許慶

雄，1991）。周志宏（2012）指出學習權是每個人為謀求人格的充分發展與自我實現 

所不可或缺之與生俱來的基本人權（頁 54–55）。因此，受教育權是以學習權為本質，

教育必須以學習為中心，以學習者為主體。準此，受教育權是以兒童學習權為中心；

換言之，學習權是受教育權的上位概念，受教育權是兒童由接受教育而學習，從學習

中而成長的一種權利。從學習權的保障觀點而言，受教育權是以實現保障學習權而 

存在（邢泰釗，1998，頁 13）。 

綜言之，《教育基本法》第一條及第八條所稱人民或學生的受教育權，除了基於

「國民教育階段內的教育受益權」被動接受國家保障外，亦具有主動要求國家給予 

適合智慧能力和性向的受教育與學習的機會。因此，課綱必須具現教育權和學習權。 

承上，從課綱的性質及其對教育基本權的重要影響，以及保護國民教育權與學習

權的作用角度，國民教育定位從義務轉向兼具義務與權利。 

九年一貫課綱實踐賦予教師多元角色，漸進導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自民間的促進和立法院的推波助瀾下，推進了課程改革的訴求和速度，2003 年以

來陸續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各學習領域的課綱，然而，在政策推動和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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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整全規劃下，造成教育現場動盪不安（潘慧玲，2011）。這時期國民教育的課程改

革有其時空背景和社會脈絡，從學科知識本位的傳遞觀點轉向能力導向的統整學習，

九年一貫課綱反映了反集權、反知識本位、反菁英導向的時代精神（陳伯璋，1991），

故此九年一貫課綱可說是台灣首次課程典範轉移，對於學校和教師的挑戰甚鉅。 

九年一貫課程的諸多理念，包括課程統整、行動研究、協同教學、學校本位課程、

空白課程、教師增能等，歷經近二十年實施後，發現課程改革與教師角色論述存有 

差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0；陳伯璋，2003，2005；鄭英耀等，2009）。

陳俞余（2012）分析九年一貫脈絡下，從教育改革訴求、課綱實施，到學者詮釋分析 

教師被期待成為課程設計者、研究者／學習者、行動研究者、課程評鑑者等多元角色，

教師角色在公共論述與學術形構下，呈現多元樣態和角色超載問題，儘管隨着「綱要」

所形構的課程觀與教師角色的期待，依舊面臨轉移的困境和挑戰。 

1994 年台灣師資培育從一元化改為多元化，同年 2 月 7 日《師範教育法》修正為

《師資培育法》，一般大學得以設立教育系所和教育學程，成為中、小學教師培育 

機構；《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中建議進修為

教師的權利與義務，應於教師法中明訂最低進修要求。1996 年 10 月 2 日依據《師資 

培育法》訂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該法第九條規範教

師在職期間每一學年須至少進修 18 小時或一學分，或五年內累積 90 小時或五學分。

該法首次納入教師在職進修時數的規範。然而，隨着教師進修管道多元化和課程鬆綁

的趨勢，2003 年該法廢止，自此教師專業發展進入多元化時期。 

教師角色從關注和落實課程標準的規範，到課綱賦予學校與教師課程發展和實施

的潛力空間。教師不再只是課程執行者、教科書的「授課者」，而是課程的轉化者。 

歷次課程改革中，教師專業發展總視為落實課程改革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職前教師 

培育、在職教師專業發展都是影響教學成效的重要關鍵。 

隨着九年一貫課綱發布與實施，2001 年，教育部召開「教育改革檢討與改進 

會議」，提出「建立教師評鑑機制，提升教師教學績效」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主張。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8 月期間，教育部邀集全國教師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以及

學者專家組成「公立中小學教師專業評鑑制度起草小組」，擬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專業評鑑試辦辦法（草案）〉（張新仁，2011）。 

2004 年 12 月監察院的「教育改革之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報告指出：「在整個 

教改過程中，教師參與之準備及支援均不足，亦為教改難以成功之主因」（監察院，

2004）。在教師專業自主與支援系統雙重論述的交織下，教育部自 2006 年起試辦中小

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以自願、專業發展的形成性評鑑為主，鼓勵縣市政府辦理、

學校自辦、教師自願受評等原則進行，評鑑結果不分等第，亦不作考績、升等的參考，

期望能促發教師間的對話、分享與學習，提供改善教師教學的機制，進而提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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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成效。透過研發供學校參考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培育 

評鑑相關人才、建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支持網絡」、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人才培訓與輔導機制，以及學校本位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輔導新進教師並協助

教師專業成長（張新仁，2011）。以 2006 年開始試辦和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例，

參與校數及教師人數雖有逐步成長趨勢，但仍有其限制和挑戰。《親子天下》於 2016

年 10 月的報導指出，教育部所推動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全國參與的校數剛好跨過 

六成，教師參與人數則不到四成（王韻齡，2016）。然而，面對推動十餘年的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部分學校已從自願參加變成全校參與，教師往往因應評鑑指標，需要準備

許多相關資料，造成額外工作負擔，甚或可能影響正常教學。此外，外控模式的教師

專業發展缺乏關照教師生命層次與意義追尋的需求，例如以「評鑑」和「輔導」的政策

語言，缺乏師生關係的關照，以及教師自我探究與創造性實現的專業發展層次，故此

關懷取向、教師生命美學、情感支持、藝術取徑等專業發展論述漸受重視（方志華，

2002；洪詠善，2013；歐用生，2019）。 

承上，時任教育部部長潘文忠於「SUPER 教師獎頒獎典禮」中宣布，將深刻檢討

相關教育評鑑制度，以減輕教師壓力，讓教師回歸教學專業工作，並於 2016 年 10 月

4 日宣布自 2017 年起，「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 

統」，同時將原本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轉型為「服務導向」的「教師專業發展 

支持作業平臺」，提供教師、學校、地方政府自動帶出資料、自動彙整與分析等功能，

以減輕教師及學校的行政工作。從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之「評鑑」觀，轉為以減輕

教師壓力為考量的「支持」觀，同時呼應 2014 年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下稱《課綱總綱》）自發、互動與共好的理念，為新課程實踐注入新契機。 

《十二年國教課綱》論述的特色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挑戰 

隨着高中與大學普及化和保障國民學習權的呼籲，2014 年 8 月台灣實施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5 展開中小學課程連貫發展。2011 年 3 月國家教育研究院正式成立，

成為課程研發的專責機構；自 2008 年陸續執行課綱基礎研究和進行《十二年國教課 

綱》草案研修與審議，2014 年 11 月教育部公布《課綱總綱》，自 2018 年 1 月陸續 

發布各領域課綱，於 2019 年起自各教育階段一年級開始逐年實施，預計 2024 年全面

實施。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自發、

互動、共好為理念，從關注「教師的教」轉而強調「學生的學」。《十二年國教課綱》

以學習者為主體，其特色包含素養導向、連貫統整、彈性活力的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多元適性的學習、配套整合等（洪詠善、范信賢，2015），而就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 

層面，重要特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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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與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學習者為主體，核心素養為課程與教學連貫統整的主軸，

秉持全人教育理念，透過與生活情境結合，學生能夠理解所學，進而整合和運用， 

解決問題，推陳出新，成為與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洪詠善，2018；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4）。所謂「核心素養」是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包括：「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其意涵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 

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力與態度。它是融合認知、技能和情意，經內化後的綜合 

表現，不僅回應個人及社會的生活需求，同時迎接現在與未來的挑戰。核心素養彰顯

學習者的主體性，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並能

整合運用於「生活情境」，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從《課綱總綱》核心素養引導轉化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核心素養的學習有賴

於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實踐，包含重視知識、能力（包含技能）與態度整合應用， 

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以及實踐力行的表現等（洪詠善，

2018；洪詠善、范信賢，2015）（見圖一）。 

學校本位與多元適性的課程發展 

《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學校結合願景發展辦學特色，並在必修與選修的課程 

規劃給予學校更彈性的空間，以回應學生的學習需求並發展學校特色。例如在國中小

學從彈性學習時間轉為「彈性學習課程」，引導學校規劃四類型課程，落實學校本位

及特色課程（見表二）。 

 

圖一：素養導向教材教學設計與實施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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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國民小學和國民中學「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說明 

課程類型 課程內涵 

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學校可因應學生特性、學校環境、師資專長、社區資源或結合議題等，發展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等學習活動，以強化知能與生活運用能力。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為鼓勵學生適性發展，學校可參照師資專長與相關資源，開設跨領域／科目

相關社團學習活動。 

為促進手眼身心等感官統合、習得生活所需實用技能，培養勞動神聖精神、

探索人與科技及工作世界關係的學習。各類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由學生依

興趣及性向自由選修。 

特殊需求課程 特殊教育學生的學習需求（包含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學生），提供的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 

特殊類型班級學生（含體育班及藝術才能班）之專長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 

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補救教學課程。 

國民中學得視校內外資源，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設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或

英語文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課程，供學生選修。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4）。 

 

普通型高中則降低必修、增加選修來落實學生多元適性學習，提供更具個別化與

差異化的課程。必修課程強調採用適性設計以因應學生學習的差異，例如數學在高二

依學生不同的數學需求程度，分為高需求、不同面向需求、低需求等三個學習軌道 

（教育部，2018）。此外，規劃各類選修課，使學生可依興趣、性向、能力和需求，並

配合大學學群升學進路選擇修習，這一波變革為學校課程實踐帶來挑戰。普通型高中

主要課程類型與定位說明如表三。 

表三：普通型高中課程類型與定位說明 

課程類別 課程定位 

部定必修 ˙ 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及奠定基本學力，並具備通識應用能力為目標。 

校訂必修 ˙ 依學校願景和特色發展的校本特色課程。 

加深加廣選修 ˙ 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的需要。由學生依其生涯進路及興趣，自主 

挑選領域／科目的課程選修。 

補強性選修 ˙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特殊需要（如轉銜），補強學生在部定必修課程學習的 

不足，確保學生的基本學力。 

多元選修 ˙ 滿足學生興趣、性向、能力和需求而開設的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 依照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安排的課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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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共好與配套整合 

據《課綱總綱》實施要點內涵，教師是課程發展者、教學實施者、學習評量和教學

資源的研發應用者、親師共學與協作者。然而，《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涉及課程與 

教學研發、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量與考試招生、課綱宣導與推動等配套系統

的協作，故此呼應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建置支持系統並完善配套，促進課程與 

教學實踐。 

回首近二十年台灣課程改革脈動，課程修訂給學校和師生更多彈性及自主。隨着

公民社會的發展，台灣課綱修訂程序按民主參與、容納多元意見、爭議處理依循機制、

程序公開透明的原則，而教師參與課綱研修的質與量亦愈趨兼具深度與廣度。雖然 

每個人對於課程改革的觀點、看法可能不同，課程改革過程亦可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

地方，然而若以生態的觀點來看，課程改革是一種動能生成的歷程，從來就不是從零

開始，而是一步一步在以往基礎上接續發展，不論是現在或未來，課程改革仍會朝 

不斷改革的方向持續邁進。 

小 結 

自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今，歷經政治與社會變遷，台灣進行多次課程

和教師專業發展制度的改革，政策演進歷程整合如圖二。究其脈絡，課程標準時期，

教師擔當忠實傳遞課程的角色，教師進修歷經制度化與強制規範階段；而課綱時期則

賦予教師多元的專業角色，教師專業發展政策轉向協作支持的多元化取向。隨着 2019

年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教師專業發展政策與實踐亦從「評鑑」轉向「支持系統」，

為新課程實踐引入多元創新的視角。 

《十二年國教課綱》實踐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展望 

回顧台灣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在政治與社會環境變遷中，教師角色

從課程的忠實傳遞者到多元的專業角色，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從強規範到協作支持的 

多元化發展。隨着《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教師專業發展政策除了受相關法規制度

的影響，亦強調與教育不同利害人士（如同儕、家長、學生、社區人士等）的協作。 

教師專業發展具有複雜與動態的特性。Révai & Guerriero（2017）指出教師教學專業 

知識動態系統架構包含：法規制度的結構動態系統，專業發展模式與歷程的功能動態

系統，以及社會網絡協作的社會動態系統（見表四），它們相互影響。這架構呈現教師

專業發展的複雜性，亦有助於理解政策與實踐間轉化的可能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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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政策脈絡歷程 

 

 

 

 

 

 

 

 

 

 

 

 

 

 

 

 

 

 

 

 

 

 

 

 

 

 

 

 

 

 

 
資料來源：參考並整理自教育部（2019）。 

 

 

課程改革脈絡 教師專業發展政策脈絡 

 解除戒嚴 

 1979 年頒布《師範教育法》，教師 
在職進修制度法制化 

 1985 年頒布〈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 
研究辦法〉 

 
 
 
 
 
 
 
 1996 年訂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規範 
教師在職期進修時數或學分規範 

 
 
 
 
 
 
 2003 年廢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同年 
擬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 
評鑑試辦辦法（草案）〉 

 2006 年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計畫 

 2007 年建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輔導支持網絡」 

 2009 年發布〈中小學教師素質提升 
方案〉 

 2010 年正式推動學校本位的「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制度」 

 2010 年建置「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 
整合平台」 

 
 2014 年將教師專業發展列入《課綱 
總綱》實施要點 

 2016 年 2 月，教育部訂定「教師專業

標準指引」 
 2017 年「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重要事件 

1968 年  實施九年 
國教 

 1968 年發布《國民中學暫行課程 
標準》、《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 

 1971 年發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 1972 年發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 1975 年發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 1983 年發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暨實施辦法》 
 1986 年發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 1993 年發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 1994年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

會、發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 1995 年發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 1996年發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 1997年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推動小組 
 1998 年提出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發布

《高級職業學校課程標準》、《國民 
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 2000–2008 年陸續發布《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各學習領域、 
重大議題等課程綱要（含暫綱、正綱 
與微調） 

 2002 年發布《綜合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 

 2004 年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 
綱要》 

 2008 年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要》、《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 2014 –2019 年陸續發布《十二年國教 

課綱》總綱及各領域／科目／群科 
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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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理解教學專業知識動態系統的構面、歷程與問題 

教學專業知識 

動態系統構面 
歷程 問題 

結構 法規制度：隱默與顯性知識的

交互作用 

˙ 法規制度如何促進教師專業實務的發展？ 

˙ 法規制度如何支持教師容易獲取所需的專業 

知識？ 

˙ 制度化歷程如何為教師搭建更整合的知識 

基礎？ 

功能 知識－行動：知識生產、中介

和使用的交互作用 

˙ 如何強化知識生產、中介和使用的連結？ 

˙ 培力行動者改善知識－行動的歷程為何？ 

˙ 如何使用既有知識生產、中介和使用的研究 

成果與證據改善歷程？ 

社會 社會過程：不同利害關係人

（包含決策者、教師、學生、

家長等）的交互關係 

˙ 如何提升與運用既有機制、結構和資源（如網路

和協作）促進專業學習？ 

˙ 各利害關係人如何互動協作提升教師學習的 

動能？ 

資料來源：Révai & Guerriero (2017)。 

透過「法規制度」設計與中介，促進動態系統的有機連結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呼應台灣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

發展的方向。然而，課程改革不只是課表上領域／科目、節數／學分數的加減，而是

涉及整體系統連動和調整，故此法規制度等配套建置扮演重要角色。 

因應課程改革，政府相繼投入法規制度調整和配套資源。周淑卿（2017）分析 

積極回應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學校案例特徵發現，學校致力於課程教學方案，積極 

爭取並獲得多項教育部競爭型計畫，參加教學創新競賽且獲獎，這些學校案例可區分

為整體性教學改進、傳統與革新的拼貼、保守中的點綴革新三種類型的教學文化， 

然而整體教學文化革新不易，除非社會中多數人（包含教師）都「真心相信」。同樣，

九年一貫課綱在實施歷程中，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致力促動學校組織學習文化 

（潘慧玲、陳文彥，2010），然在由於增加了教師負擔和壓力，遂轉型為「支持」 

系統。繼之，《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實施，發現前導試行學校亦面臨不少陳年困境，如

校務和計畫繁多、多數教師消極被動、教師時間不足等結構性問題（周淑卿、李駱遜、

涂慶隆、楊俊鴻，2018）等。故此，如要促成整體性教學改進，法規制度的設計與運作

支持系統需能解決結構性問題，並且贏得教師「真心相信」改變的正向價值和意義，

否則課程改革願景理念便不會發生在課堂上。 

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協作共好的理念，促成社群協作實務導向的教師專業 

發展與夥伴協作，《課綱總綱》實施要點於「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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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位教師每

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教育部，

2014，頁 34） 

此外，於「家長與民間參與」內涵指出： 

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參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建立親師生

共學的學校文化。（教育部，2014，頁 35） 

教育部據以頒訂〈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教

育部，2016b），提出公開授課應共同規劃，須包括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 

回饋；法規制度是中介，學校社群協作文化是長時間積累而非一蹴即就。舉兩個例子，

在某社群平台討論中教師提問： 

如果老師拒絕公開授課，有法規處理嗎？教育部的參考原則沒有提到。（洪詠善， 

個人日誌，2018 年 10 月 11 日） 

其二，某次培力工作坊裏，一位肩負縣市輔導與推動的核心國中教師提到： 

升學導向的學校面對新課綱還是無動於衷，甚至默默拒絕。有一次為了辦理研習， 

希望參加人數多一些，所以向一所大型升學導向的國中商借場地，一通電話就被拒絕

了；校長直接說，學校不會去做那些跟升學無關的跨領域、探究實作……的課程， 

家長也無法接受。（洪詠善，個人日誌，2018 年 10 月 23 日） 

缺乏真心相信與協作共好的學校文化，空有強制規範亦可能淪為形式化操演； 

法規制度是課程實踐與教師專業發展動態系統連結的中介，其設計和運作成效評估應

重視實質互動的品質。例如《十二年國教課綱》透過「公開授課」以營造支持性與協作

共學的教師社群文化，創造教師間共同探究專業知識生產、中介和使用的平台，在 

教師社群共同備課、觀課及專業回饋的歷程中，持續改善學生學習成效並提升教師 

教學專業知能。此外，以家長和民間參與為例，課程改革歷程令所有利害關係人理解

和參與，有助於縮減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多以參加親師座談會、

親職教育、家長會或捐款等活動為主。台灣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法源可見於《教育 

基本法》和〈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九年一貫課綱明定各校應

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以確保教育品質，課程發展 

委員會的成員即包括家長代表。有鑑於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應具積極意義，《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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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課綱》強調透過學校整體規劃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相關課程及教學活動的 

機制，促進親生師共學文化，進而帶動親師合作與家長學習社群組織運作。 

綜上，新課程實施涉及結構、功能與社會動態系統的整合連結，透過相關法規 

制度的設計與中介，改善教師專業知識及行動的歷程，並且促進利害關係者的互動與

合作，提升教師學習的動能。 

開展自發創生與協作共學的學習網絡，落實素養導向的課程實踐 

為培育學生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成為終身學習者，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台灣教師社群學習聚焦於素養導向課程及教學的理解

和實踐。基於核心素養內涵具有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關注學習歷程與脈絡，強調

學習策略與方法，並且與生活結合且能實踐力行的特性，在素養導向的課程實踐觀中，

課程是公共的論述，課程本質是開放的、經驗的、歷程的、身體的和創造的（歐用生，

2006，2019）；透過素養導向教師教育轉化課程與教學的實踐，吳清山（2017，2018）

提出素養導向的教師教育是動態系統，隨着課程改革、組織機構檢討改進和社會改變

持續精進，其內涵包括知識及技能、情意及態度、信念及價值三個面向，須結合師資

職前培育、在職教師素養增能以落實。 

當前教師素養增能如火如荼展開，其規劃實施應呼應素養導向，使個人和社群在

知識與行動的生產、中介和使用歷程中，提升教師課程實踐的專業知能和動能。近年

有關教師增能的研究分別從組織學習、社群協作（洪詠善、陳木金、盧秋珍，2014； 

范信賢、洪詠善，2011）和網絡學習社群（陳佩英，2017；陳佩英、簡菲莉，2015），

提出教師課程實踐是互助成事的夥伴協作關係，基於共享的目的和願景，發展個人的

協作能力，培養互惠與信任關係，建立共享價值與集體目標，透過協作學習和發展 

持續專業成長的策略，形成發展緊密協作關係和促成集體行動的結構。 

基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轉化和試行，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2014 年啟動中小學 

學校轉化實踐課綱的合作研究，教育部亦自 2016 年設立「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

協作中心」，統籌規劃與布局課綱實施，並推動相關系統的政策規劃和運作，包含 

師資培用與教師專業發展系統、課程與教學研發系統、課程推動與教學支持系統、 

評量與入學制度系統和跨系統的協作（教育部，2016a）。透過官方組織制度建置支持

系統，促進媒體與民間社群和組織的教育創新協作行動，包含平面媒體（《親子天 

下》、《未來 family》等）系列專題報導、舉辦論壇與教學創新徵選活動，還有由夢的

N 次方、學思達、均一、雜學校教育展、美感細胞美感教科書與教育設計等等，形構

學校、教師、民間組織與產業自發成立的社群及交流平台，為課程實踐搭建教師專業

發展的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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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前述相關研究和實踐，素養導向課程實踐是在結構制度的運作和中介網絡 

中，開展自發創生與協作共學的學習網絡，以促成教師自發、互動和協作共好的素養

學習。潘慧玲、洪詠善（2018）分析學校課程變革與課程轉化的取徑，指出課程變革 

不僅是因應外部要求，更是凝聚學校持續發展的需求和行動共識的歷程；學校領導者

從組織制度、學校文化、課程領導、教師動能等節點來布局和連結學習網絡，創造 

開放與信任的氛圍，教師得以開展想像，勇於提問和探索各種可能，形成需求與課程

改革張力，進而引領夥伴參與、創生並締造「我們的」課程。 

以台北市中正高中為例，前後兩任校長是學校推動課程改革的關鍵，於 2014 至

2017 學年，導入未來想像與系統思考工作坊，創造課程的公共論述空間，師生共同 

思考未來世界趨勢、學生需求、學校存在的理由和高中未來的圖像；翻轉視點提升 

需求，從學生需求評估學校現狀並籌劃未來，辦理讀書會及工作坊，凝聚共享願景並

勾勒行動策略。學校領導者引領夥伴思考未來，看見不同的可能，激勵自發的參與 

討論文化，慢慢凝聚理念與行動的共識，展開繪製校本課程地圖、規劃校訂必修和 

多元選修，探討彈性學習時間多元模式等，鼓勵跳脫既定框架和排課思維，提出一生

一課表的理念和各種試行方案，呼應素養導向課程實踐（潘慧玲、洪詠善，2018）。 

故此，透過結構制度的再建構，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鷹架和支持資源，推進教師

持續專業發展的動能。課綱實踐不只是符應外部要求，更是創造公共之善並凝聚共享

願景的場域。突破既有框架，支持教師自發的探究實踐社群，從學校內到跨校間逐步

擴散動能，使「課程變革」不只是課表、教科書的改變，更是教師學習方式的改變，

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在這公共空間中逐漸長出共同參與創造的生成／締造的課程觀

（Snyder, Bolin, & Zumwalt, 1992）。 

課程是發展而來的，課程改革是立於既有基礎上持續發展的歷程。教師是協作者

與學習者，在既有的課程發展基礎上，從「有」到「更豐富」持續發展。課程改革 

提供支持教師的專業發展資源，而教師透過多元社群學習網絡，在實踐素養導向課程

與教學歷程中持續提升專業。 

結論與展望 

台灣課程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和論述是相互回應、交相影響的。2019 年 

台灣中小學課程改革朝向學習者為主體、素養導向、連貫統整、彈性活動、多元適性、

系統協作與配套整合等方向。課程改革理念須經過層層轉化方能落實。無論任何改 

革，教師都無疑是課程實踐的關鍵者。本文回顧台灣課程改革脈絡，探究由課程標準

到課綱的演進歷程，以及教師角色及專業發展的政策和論述。首先，在課程標準時期，

教師是課程的忠實傳遞者，課程標準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政策屬強規範；隨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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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與民間教育改革力量興起，在課綱時期，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和論述呈現多元發 

展。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中央、地方與學校建置「支持系統」，提供教師

多元創新和彈性自主的素養導向專業學習空間，並為新課程實踐搭建鷹架和注入 

多元視角。 

課程實踐即是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是複雜且動態的系統。展望未來， 

透過「法規制度」的設計和中介，改善教師專業知識與行動的歷程，並促進不同利害

關係者的互動和合作；此外，支持並開展自發創生與協作共學的學習網絡，落實素養

導向的課程實踐。教師處於不同脈絡，面臨結構制度、社群學習網絡、不同利害關係

者協作的交互影響，對於課程實踐呈現不同的認知、情感與行動回應。而拉高教育 

想像、永續自發創新的動能，凝聚共識、協力同行，將是台灣持續面臨的挑戰和努力

的方向。 

註 釋 

1. 本文改寫自發表於 2018 年 10 月 19–21 日由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與北京師範大學教育

學部課程與教學研究院聯合承辦之「第 20 屆海峽兩岸及香港地區課程理論研討會」之

論文。感謝共同發表人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前學群長陳伯璋榮譽教授（已故）

對本論文組織架構和文獻探析的寶貴意見，他長期投入台灣課程改革的研究和政策 
研定，貢獻良多且影響深遠。 

2. 整理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http://12basic.edu.tw/ 
index.php）。 

3. 依據 2016 年 6 月 1 日修正之《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 條，高級中等學校分為普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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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4 年台灣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1 項：「九

年國民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九年國民教育，依《國民

教育法》規定，採免試、免學費及強迫入學；高級中等教育，依《高級中等教育法》 
規定，採免試入學為主，由學生依其性向、興趣及能力願入學，並依一定條件採免 
學費方式辦理（參考 http://12basic.edu.tw/content.php?ParentNo=8&LevelN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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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urriculum Reforms in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Yung-Shan HUNG 

 

Abstract 

Taiwan has revised national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and secondary 
schools several times since 1949. It will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from 2019.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reform, the role of teachers and the policy 
regarding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uld undergo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ontext and discourse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to explore the 
policies and discours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by analyzing related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 Secondly, with the aid of the framework of dynamics of teacher 
knowledge, the article looks ahead to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sults indicate reciprocal influences between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eachers changed from curriculum delivery to diverse 
professional roles, and the policy of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rom strong regulation to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he main discourses of the 20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clude: 
learner-centered, competency-driven, coherent and integrated, school-based, diversified and 
adaptive, and cooperation for common good. Referring to the dynamic system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programs of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promote the connection of dynamic systems through the design and 
intermediary of “regulatory systems.” Besides, to implement the competency-driven curriculum 
practice, spontaneous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networks should be developed. Curriculum 
practice is als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rough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supporting systems for scaffolding curriculum practice, the capacity of teachers will have 
sustainable promotion. 

Keywords: curriculum reform; curriculum policy;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guidelines;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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